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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发展、耕地变及其区域差异 

---基于重庆市 40 个区县的面板数据 

刘佳星 藏波 

［摘 要］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保护耕地数量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需求的矛盾

日益突出，但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发展阶段该矛盾及其主导原因的表现不同。本文基于改进的STIRPAT 模型，采用重

庆市40 个区县的面板数据，分区域对影响耕地变化的经济社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探明不同区域耕地变化的

主导影响因素、变化趋势并为实施差异化耕地保护政策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 富裕度对不同区域耕地变化均有

影响，各经济社会因素对耕地变化的作用呈现明显的区际差异;经济较发达区域人口因素会造成耕地数量的减少，

欠发达区域人口总量的变动对耕地变化的影响不大，环主城区耕地数量变化主要受产业结构变化影响，渝东南地区

耕地变化主要受城镇化因素的影响； 经济较发达地区人均GDP 增速小于耕地减少速度，耕地保护压力逐渐增大，

欠发达地区人均GDP 对耕地变化表现为负向作用，但耕地保护的压力在渐趋缩小。研究结论: 不同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对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特征差异明显； 耕地变化的趋势和未来耕地保护的压力会因区域富裕度的不同

而表现不一;应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制定差别化的耕地保护政策。 

［关键词］ 改进STIRPAT 模型;耕地变化;富裕度;弹性分析;重庆市 

［中图分类号］ F301. 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 ( 2016) —06—0059 ( 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经历了持续高速的发展，2001 ～ 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9% 的增速递增。① 受国家宏

观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大背景影响，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市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进程中，承担着特殊的职能，

随着“314”战略部署和国务院2009 年3 号文件的深入落实，以及“国家中心城市”、两江新区开发建设，建设用地的需求将

进一步增加，“保耕地”与“促发展”之间的矛盾将更加尖锐。加之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与民族地区于

一身，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较大，对此有必要根据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形态和特征，

树立耕地资源的区域差异化保护理念，构建不同区域城镇化发展路径和模式，制定差异化的耕地保护政策和措施。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耕地保护呈现明显的紧迫性，国内对耕地变化驱动因素、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或城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

成果较多: ( 1) 耕地变化的驱动因素方面，不同领域学者选取的指标数量和表达形式存在差异，但人口、城镇化率、GDP 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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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等是共量，［1 ～ 3］且与耕地变化的关系密切； ( 2) 城镇发展模拟与合理性拓展方面，周锐等( 2011) 、

任丽燕等( 2010) ［4，5］基于城市规划的多方案模拟，提出了城镇未来拓展的合理区域和发展模式，有效地避让了耕地重点保护

区； 钱育蓉等( 2009) 、门明新( 2009)等、邓祥征等( 2010) ［6 ～ 8］基于空间定量分析方法，预测城镇未来拓展规模，同时对

耕地安全性进行了定量化分析和评级；( 3) 城镇化与耕地保护的技术方法方面，舒帮荣、谈明洪等认为，产业结构和城镇人口

变动是构建城镇化与耕地数量变化理论模型的关键； ［9， 10］黄明华、郧文聚、吴群等则认为，研究城镇发展与耕地保护，城镇

化率与耕地数量的相关分析对耕地保护政策的制定最具指导意义。［11 ～ 13］纵观国内研究成果，基于时序数据，从单一指标切入

来分析城市经济发展对耕地变化的研究成果占据了绝大多数，而运用多维度指标来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变化的空间异质性

的研究成果相对不足。鉴于此，本文基于重庆市40 个区县的面板数据，采用改进的STIRPAT 模型，研究重庆市不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对耕地变化的影响，以期在充分考虑耕地变化影响因素和保护压力的空间差异的基础上，为制定差异化耕地保护政策制

定方面提供决策参考和案例借鉴。 

二、区域概况 

重庆市位于中国内陆西南部、长江上游，所辖40 个区县，辖区总面积82400km2。根据《重庆市统计年鉴( 2015) 》数据，

2014 年全市建成区面积为1470. 12km2。常住人口2991. 40 万人，人均GDP 为47678 元，第三产业比重46. 8%，城镇化率59. 6%。

重庆市区域发展差异大致可采用都市功能核心区( 含功能拓展区) 、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

发展区4个区域来表述( 见表1) 。①1都市功能核心区( 含拓展区) 包括渝中区、江北区等9个区，城市发展新区包括永川区、江

津区等13个区县； 渝东北地处三峡库区，包括万州区、城口县等11个区县； 渝东南地处武陵山区，包括黔江区、秀山县等6个

区县。其中，都市功能核心区( 含拓展区) 和城市发展新区两个区域为重庆市较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投入方面是

全市经济发展条件最好、潜力最大、对全局和长远发展最为关键的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了区内耕地资源的快速下降，

2000 ～ 2013年，耕地数量从1234376.97hm2 减少到1167427.84hm2 ，年均降幅为1.46%，比全市平均降幅高8个百分点； 相对

而言，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由于地处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是生态移民带和特色农业发展区，也是全市耕地资源重点保护地区，

耕地的年均降幅较小，仅为1. 03%，比全市平均降幅低近14个百分点。 

 

                                                        
1
 ① 2013 年9 月，重庆市委召开四届三次全会，综合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划分为都市功能核

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5 个功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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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分析与建模构建 

1． 理论分析 

( 1) 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判读 

造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因素众多，大体可分为内部驱动因素和外部驱动因素，其中，前者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人口

因素和区域经济内部调整的动力因素，［14］外部驱动因素主要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变化的影响

本质是通过建成区扩张实现对耕地资源的作用。［15］根据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多数学者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增加和

产业结构调整研究城市空间拓展对耕地变化影响的主要方面，其中前两者的认知较为一致，即二者均对耕地变化起逆向驱动作

用，但学者们在产业结构调整对耕地变化的作用效果方面认识分歧较大。 

( 2) 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变化的影响机理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判断，探究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变化的影响机理，其途径是通过城市用地扩张这一媒介来考量其对耕地变化

的影响。本文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变动和产业结构调整三方面进行分析( 如图1 所示) 。 

 

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拉动建设用地需求，进而挤占耕地。经济发展主要在3 个方面作用于城市空间扩张，进而对耕

地变化产生间接影响: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带来政府对交通等基建投资的增大，从而改变城市拓展方向和速率；二是经济发

展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提高其消费能力，从而刺激其对生活、生产性建设用地的需求，进而增加城市扩张速度来影响耕地变化； 

三是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释放剩余农业劳动力，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 

②城市人口增加是导致城市空间拓展的根本原因。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是决定城市建设用地需求量的主要因素，［16］且城市

人口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本质是一种派生需求。尤其是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从而增加了对城市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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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基础设施等用地的需求，促使城市外向扩张，进而挤占耕地。 

③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经济发展方式和土地利用结构的转变，是影响耕地变化的直接原因。产业结构的用地特征会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即第一产业的用地比重大幅度下降； 第二、三产业的用地比重上升，其中，工业用地逐渐从市中

心区向外搬迁，并不断被商业或居住用途替代，当经济水平达到都市化发展阶段，第三产业用地数量将成为主导，土地集约利

用水平提高将减弱城市扩张造成的耕地损失。［17］ 

2． 模型构建 

可拓展的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 Stochastic Impacts by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Affluence，and Technology) ，

即STIRPAT模型，是国内外学者进行环境承载力评价的重要模型。［18 ～ 20］STIRPAT 通过人口、富裕度和技术3个要素的随机回归，

分析各驱动因素对环境压力的影响，其形式通常如: 

 

式1 中，a 为模型的系数； b，c 和d 为各驱动力指数；I—环境压力，P 为人口数量，A 为富裕度，T 为技术； e 为误

差。将式1 转化为对数形式: ［21］ 

 

式2 中，α 和ε 分别为式1 中a 和e 的对数形式，其他变量的含义与式1 相同，式2 将I 与P、A 和T 的非线性关系转化

为线性，保证了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因变量和因素变量的等比例变动，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弹性分析方法。 

实际应用中，可根据需要在式2 中增加社会或其他控制因素来分析环境影响机制。［22］鉴于STIRPAT 模型的随机性，理

论上可在式2 中增加人文驱动因素的二项式或多项式来验证Kuznets 曲线，具体为: 

 

式3 中，c1和c2为富裕度系数。对式3 中的ln ( A) 求一阶偏导数，可得到富裕度对环境影响的弹性系数CEIA( Coefficientof 

Elasticity) ，公式为: 

 

式4 中，若c2值为负，就可依此确定存在Kuznets 曲线和环境开始改善的富裕状态值。［23］ 

改进的STIRPAT 模型和弹性系数是环境影响驱动力分析的有效工具，近年来也有学者［24 ～ 26］将其应用在耕地数量变化和驱

动力分析领域，特别是耕地数量与经济发展的弹性分析。这对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耕地保护压力的划分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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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均有指导意义。 

四、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根据改进STIRPAT 模型的要求，因变量为环境压力指标，［27］自变量需涵盖人口、富裕度和技术等3个方面，［28］本文各项变

量具体为: 因变量为重庆市耕地面积，单位: hm2 ； 自变量中，人口因素选用人口总量，单位: 万人，富裕度选用人均GDP，单

位: 元，技术因素选用第三产业比重和城镇化率，单位: %。样本量为重庆市2000 ～ 2013 年40个区县相应的数据，耕地面积

来自2000 ～ 2013 年重庆市历年的土地变更调查； 人口总量、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和城镇化率等方面的数据均来自2001 ～ 

2014 年的《重庆市统计年鉴》。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在变量的共线性方面，人均GDP对数和其二项式的相关系数为

0. 054，属于“极弱相关”范畴，其他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在方差异质性方面，由于模型采用的是对数形式，确保了误差的

同方差性。另外，模型选用的是面板数据，这对变量间的共线性和残差的异方差性都有很大程度的改进。 

研究预期: ( 1) 人口总量和城镇化率对耕地数量起逆向驱动作用，即人口数量增加和城镇化率提升会使得耕地数量减少； 

( 2) 人均GDP 和第三产业比重对耕地变化的作用具有阶段性特征，当二者处于较低水平时，其对耕地变化起逆向驱动，当二者

达到一定规模后，其会对耕地变化起正向驱动作用。 

五、经验分析 

1． 不同区域耕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改进STIRPAT 模型能较好的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变化的影响，并可以体现区际差异。① 2由表2 和表3 可知，富裕度是

各区域耕地变化的共同影响因素，其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弹性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5 ～ 8 中，CEIA _ C、CEIA _ R、CEIA _ N 和CEIA _ S 分别为主城区、环主城区、渝东北翼和渝东南翼的富裕度对耕地变

化的弹性系数。若c2为负，说明富裕值对耕地数量的变化符合Kuznets 曲线，且存在的耕地数量开始向良性趋势演变的富裕状

态值，符合该条件的区域为主城区和环主城区。 

( 1)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对耕地变化的作用呈现明显的区际差异，其中人均GDP 的影响较为普遍。由表2 可知，在全

市较发达地区，都市功能核心区( 含拓展区) 的耕地数量变化主要受人口总量和人均GDP 影响，从系数的绝对值来看，后者的

                                                        
2
 ① 其他区域模型的选取与全市模型选取的思路一致，Hansman 检验的Chi－ Sq． Statistic 和P 值分别为: 主城区157. 676、

0. 000； 环主城区93.423、0.000； 渝东北13. 981、0.016； 渝东南6115. 585、0.000，4 个区域均选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

型，由于篇幅限制略去了具体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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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更大，其回归系数为2. 003，是人口总量的2.581倍； 城市发展新区的耕地变化同时受人口总量、人均GDP 和第三产业比

重等因素影响，其中人口总量作用最强，其回归系数为-3. 822，其绝对值分别是人均GDP 和第三产业比重的3. 908 倍和26. 915 

倍。欠发达地区中，渝东南的耕地数量主要受人均GDP 影响，其回归系数为-2.712； 渝东北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较多，人均GDP、

第三产业比重和城镇化率均有扰动，其中人均GDP 的作用力度最大， 系数为-0.844。可见，对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口

数量和富裕度是影响耕地变化的主导因素； 对于经济较落后的区域，人均GDP 对耕地变化的作用最大，富裕度是影响耕地变化

的共同因素，但在不同区域其作用如何还要依据人均GDP 二次项综合考虑。 

 

( 2) 人口总量的增加会造成经济较发达地区耕地数量的减少，在欠发达地区不会影响耕地变化。首先，从总体上看，都市

功能核心区与城市发展新区这两个较发达地区人口数量增加是导致耕地数量减少的重要因素。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该区域人

口基数较大，且外来人口流入量较大，即人口总量及增长量均增加了区域耕地保护的压力； 二是区域内非农业人口比重较高，

非农经济活动导致大量耕地非农化。其次，从区内差异来看，都市功能核心区、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口总量对耕地数量的回归系

数分别为-0.776 和-3.822 ( 见表2) ，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口数量对耕地变化作用更为强烈。近年来，都市功能核心区大部分重

化工业向城市发展新区进行空间迁移增加了环主城区人口的承载能力，加大了城市外向拓展的动力，进而增大了其对周边耕地

的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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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第三产业比重和区域平均城镇化水平对城市发展新区和渝东南地区耕地数量的影响较为明显。由表3 可知，城市发展

新区的耕地数量明显受第三产业比重的影响，其每变动1% ( 若其他因素不变) ，耕地数量将减少0.142%，这与服务业发展到一

定阶段将显著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化水平，进而缓解耕地非农化的预想相矛盾。说明区域产业结构仍需优化，第三产业的优势度

没有充分显现，没能实现与区域耕地保护的良性互动。渝东南的耕地数量主要受第三产业比重和城镇化率的影响，其系数分别

为0.105 和-0.300，体现了区域服务业发展与耕地保护的良性发展态势，这与区域以旅游业为主导的产业形态密不可分，旅游

业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区域耕地资源的有效保护。且该区域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有部分人口迁移到都市功能

核心区和城市发展新区，还有部分闲置废弃的农村建设用地被复垦为耕地，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耕地保护的压力。 

2． 不同区域耕地变化的趋势分析 

富裕度指标是判断耕地保护压力的“标杆”，根据式4，较发达地区的富裕度对耕地数量的变化符合Kuznets 曲线，其中，

都市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均GDP 临界值分别为7921元和6089 元。据此，可明确判断各区域耕地变化所处的阶段，并

根据弹性系数变化值ΔCEIA分析区域耕地保护压力。 

( 1) 较发达区域的人均GDP 增速小于耕地负向增速，耕地保护压力逐渐增大。由式5 可知，2000 ～ 2013 年，都市功能

核心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均GDP 对耕地变化的作用态势符合Kuznets 曲线，但均已超过耕地数量最大对应的“阈值”( 城市

发展新区人均GDP 对耕地数量的正向驱动在2001 年之后步入下行通道) ，弹性系数均表现为负值。相比城市发展新区，都市功

能核心区弹性系数的绝对值较大，说明若在未来仍以不变的发展方式提升人均GDP，则主城区耕地数量下降的速度更快。从实际

情况来看，2000 ～ 2013 年，都市功能核心区、城市发展新区富裕度水平不断提高，都市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均GDP 

年均增幅分别达到了10.06% 和13.34%，相当于每年人均增加2829.85 元和1914.09 元，而耕地数量分别以年均2.82% 和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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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降幅下降，平均每年减少耕地5951.46hm2 和11052.28hm2。这与区域性产业结构有紧密联系，2013 年，都市功能核心区和城

市发展新区工业产值占区域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46.12% 和57.70%，根据经验结论，工业化的发展往往会带来建设用地的增加，

都市功能核心区工业比重较高，耕地数量减少的速率自然偏高。 

 

弹性系数变化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耕地保护的压力。由图3 可知，总体上，都市功能核心区、城市发展新区弹性

系数变化值的绝对值均呈现渐增趋势，表明区域耕地保护压力在增大，这主要是因为区域城镇化发展和城市的加速拓展。2000 ～ 

2013 年，都市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城镇化水平分别由59.85%、18.82% 提升到了87.9%、54.9%，且上涨势头平稳，年

均增幅分别为1.24% 和0.97%，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耕地保护压力。特别是2006 年之后，都市功能核心区和

城市发展新区的耕地保护压力曲线均表现为线性增长，主要原因为主城区一大批重化工企业向城市发展新区的外迁以及“两江

新区”①3 等大批重大工程项目的开发建设。随着这些项目的建成使用，将吸引更多的资本注入，进而形成更大规模的增量建设

                                                        
3
 ① 重庆市“两江新区”是在国家战略层面上研究设立的继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的第三个副省级新区，于2010 年5 月7 日

获国务院通过，2010 年6月18 日正式挂牌成立，现位于重庆市主城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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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需求，这将进一步加大耕地保护的压力。 

 

( 2) 欠发达地区人均GDP 对耕地变化呈现负向作用，但耕地保护的压力在渐趋缩小。由图4 可知，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的

人均GDP 与耕地变化弹性曲线均呈持续上升态势，且具有“后段发力”的特点，弹性变化值则表现平稳。表明区域耕地数量会

因富裕度的提升而下降，但下降的速率较小且较为稳定，耕地保护的压力不大。2000 ～ 2006 年，渝东北和渝东南的人均GDP 年

均增幅分别为17.19% 和13. 98%； 2007～ 2008 年明显增速，分别为24.12% 和25.04%，这与耕地降幅的阶段性特征恰好相反，

其中，2000 ～ 2006 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耕地数量分别减少2.47% 和1.94%，2007 ～ 2008 年分别为0.18%和0.13%，这印证了

区域人均GDP 显著影响耕地变化的结论。经济欠发达地区耕地保护压力较小的主要原因归结为3个方面: 一是生态保育区和粮食

主产区的功能定位；二是区域城镇化水平较低( 2013 年渝东北、渝东南分别为41.8%和34.6%) ，其城市拓展尚处于初级阶段，

拓展规模较小，对耕地变动的影响力度随之减弱； 三是全市土地整治、特别是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项目主要布局在欠发达地区，

在较大程度上减轻了耕地保护压力。 

六、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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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结论 

( 1) 对于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和作用特征差异明显。从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在影响因素方面，

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口数量和富裕度是影响耕地变化的主导因素； 欠发达地区，富裕度因素对耕地变化的影

响最大。在作用特征方面，较发达地区人口总量的增长会造成耕地数量的减少，欠发达地区人口总量的变动对耕地变化的影响

不大。产业结构因素主要对环主城区和渝东南地区耕地数量造成影响，对其他区域影响不明显。 

( 2) 耕地变化的趋势和未来耕地保护的压力会因区域富裕度的不同而表现不一。富裕度对耕地变化影响的函数关系可以反

映区域耕地变化特征是否符合Kuznets 曲线，富裕度指标CEIA = 0 可以判断耕地变化所处的阶段，耕地变化弹性差值可以表征

耕地保护的压力。从实证结果来看，较发达地区的富裕度对耕地变化的作用趋势符合Kuznets 曲线，但人均GDP均已超过耕地数

量最大对应的“阈值”，说明较发达地区的富裕度增速小于耕地负向增速，耕地保护压力逐渐增大。欠发达地区的富裕度对耕

地变化表现为负向作用，但耕地保护的压力在渐趋缩小。 

2． 政策建议 

( 1) 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耕地保护政策。重庆市各区域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异质性，使

得人口、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和城镇化率对耕地变化的影响不尽相同，所以，各区域针对耕地保护所采取的措施和制定的政

策也应有所差异，如环主城区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是造成耕地快速减少的主要因素，但该区域的职能也正是承担主城区“退二

进三”以及人口疏散的主要区域，也是重庆城镇化进程中接纳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人口迁移的重要区域，即由于重大工业园区

的迁入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区域成为缓解主城区人口压力和吸纳渝东北和渝东南地区剩余劳动力的“缓冲地带”，必要的耕地

代价性损失不可避免。该区域的耕地保护政策着力点应为在尽可能保护耕地数量的同时，以提高城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为

中心，在部分区域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耕地的产能为重点。 

( 2) 根据区域耕地变化轨迹，制定有利于耕地保护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城镇化发展方式和形态的差异会带来耕地变化响应

方式的不同，相对于平面扩张的城镇化发展形态，集约式的城镇化发展更有利于耕地保护。从重庆市不同区域内部的耕地变化

情况来看，只有渝东南的城镇化发展对区域耕地变化形成消极影响，其他区域的城镇化均不会对耕地变化造成冲击，同时，渝

东南地区的第三产业对耕地变化表现为正向驱动，这得益于该区域以旅游业为主导的产业形态和产业结构。可见，针对渝东南，

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一定要强调旅游业的重要性，以旅游业带动区域城镇化建设，有利于实现耕地有效保护和区域较快发展

的双赢局面。 

( 3)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双重目标顺利实现。耕地变化的阶段性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发达

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耕地变化的弹性系数均已超过临界点，即表明富裕度与耕地变化处于逆向发展阶段，如果不改变现行发

展方式促使其尽快“扁平化”，尽管可以延缓重庆市耕地资源的快速损耗，但实质仍为以牺牲资源换取经济发展。因此，尽快

转变现有经济发展方式，打破Kuznets 曲线“拐点”，使经济发展与耕地变化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在全市范围内提高城镇化率

质量、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缓解经济社会发展导致耕地数量快速减少这一现状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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